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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環境的日趨複雜，當代的公共危機已不再是依賴個人即可處理的單

一的事件，故如何促成部門間產生有效的協調，便成為政府危機管理的核心

問題。本文採危機為一種演化過程的觀點，先從影響政府行動之危機特性的

角度分析，並定義出八種不同的危機類型，以及八種危機管理的決策原則。

其次，本文作者於整理理性選擇途徑對集體行動的研究成果，歸納出數項影

響政府各部門產生協調行動的重要因素。最後，作者嘗試整合本文相關理論

的邏輯概念，以建構「政府危機管理之協調行動模式」，並提出若干待驗證的

問題，做為未來對危機管理之集體決策及協調行為進行實徵研究的假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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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危機可視為是一種伴隨著風險與不確定性的困窘狀態，需要立即的行動

加以因應。當危機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或破壞社會秩序時，政府通常被

課予保護民眾免於損害的責任。所以，公共管理者面對危機的主要管理目的，

在於儘速地移除風險與不確定性，使受危機影響的社群遭受最小的侵害並儘

速地回復其日常的生活（Fink, 1986）。事實上，危機管理從來都不是一件簡

單的任務，組織的混亂、媒體的監督、人員的壓力以及不精確的資訊等皆是

影響領導者制訂重要決策的關鍵因素（Boin & ‘t Hart, 2003:545）。由於管理

者常會急著在最短時間內控制風險、降低不確定感，故危機常意味著組織必

須面對不同程度的急迫性（Roux-Dufort, 2007:107）。所以，當危機爆發時，

公共管理者被要求在有限的時間內予以因應，以避免危機擴大造成民眾的傷

害，並因而危及政府存在的正當性。 

隨著環境的日趨複雜，當代的公共危機已鮮少是僅依賴個人即可處理的

事件，故政府必須要求所屬同仁或其他部門產生有效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以茲因應。換句話說，危機通常無法僅依賴單一個人或單一機構即可

因應，所以很多危機必須要有其他機關的配合方可為功，故「橫向聯繫」乃

是成功的關鍵（丘昌泰，2000）。惟在急速變動的環境中，公共管理者的能

力並不足以即時處理大量的資訊並做出完整的決策，以指引行動者產生適當

的協調行動（Comfort et al., 2001）。可惜的是，目前危機管理領域，對危機

管理所涉集體行動的決策及協調問題，仍著墨不多。 

由於理性選擇途徑（Rational Choice Approach）對集體行動的問題已有

相當精闢的見解，故本文擬引借此途徑所提出的觀念，特別是借用社會選擇

理論（social choice theory）與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研究成果，來分析

政府危機管理所涉集體行動的決策問題及影響行動因素，並嘗試整合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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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概念，以建構「政府危機管理之協調行動模式」，並提出若干待驗證的

問題，做為未來對危機管理之集體決策及協調行為進行實徵研究的假說基礎。 

貳、危機的意義與類型 

一、危機的意義 

「危機」（crisis）一詞應用廣泛，實際上隨領域不同對危機的意涵也有

許多不同的定義（Preble, 1997; Paraskevas, 2006）。其中一個主流的看法是將

危機等同於非預期事件（accident），例如 Kash 與 Darling（1998）將危機定

義為任何非預期的事件，可對民眾造成嚴重的傷亡、危害企業的營運、破壞

環境以及擾亂社會秩序。Pearson 與 Clair（1998）將危機定義為在特定時間

與地點發生，並破壞組織原有運行軌道之異常的事件，管理者必須儘速地將

此事件所引起之不平衡狀態予以矯正，並避免不平衡情況持續惡化。在此一

觀點下，研究者常需藉由不同的個案研究，來找出危機事件的共同要素或事

件間的差異性。但是，假如危機管理研究者僅將危機視為是確切的事件

（punctual event），則會讓危機管理陷入一種研究「例外」（exceptional）科

學的風險（Roux-Dufort, 2007:108）。此一研究的後設觀點，將使危機管理的

研究成果缺乏理論的概念架構而無法累積，也容易讓組織領導者能輕易以意

外與隨機為藉口而規避防範的責任。因此，以事件為中心（event-centred）的

途徑來定義並研究危機，雖能產生豐富的個案資料，但卻容易令研究者忽視

對危機根源的探究1。換言之，危機管理領域之所以出現定義不清與缺乏比較

基礎的現象，主要的原因在於其研究方法長期受限於以意外的與戲劇性的事

件來解釋危機所造成（Roux-Dufort, 2007）。 

事實上，危機並非僅是某一觸發的事件（trigger event），它是一個演化

                                                 
1 通常持此一研究觀點的學者，常將危機與災難視為同一研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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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為解釋此一性質，已有多位學者改用過程途徑（processual approach）

來定義與研究危機。過程途徑視危機會事先經過一個長期的潛伏期後，方以

突發的事件（precipitating event）宣稱自己的存在，故採用此途徑的優點在於

能整合原本認為是各自獨立的危機要素（ibid.）。支持此一途徑的學者認為，

危機具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包括：警告訊號、激烈的階段、放大與解除等

（Turner, 1976; Fink, 1986; Mitroff & Pearson, 1993; Roux-Dufort, 2007）。例

如，Fink 提出任何一項危機之產生必經過潛伏期（prodromal crisis）、爆發

期（acute crisis）、延續期（chronic crisis）及解決期（crisis resolution）等四

個危機發展階段，並且認為沒有任何一項危機是突然發生，卻又遽然終止的

（Fink, 1986:15）。Mitroff（1994）主張配合危機的演化特性，將危機的管理

區分為五個階段，分別是：發現訊息、探索與避免、阻絕傷害、復原學習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將危機劃分成不同演化階段的作法，雖在概念給予公共

管理者更全觀的架構，來理解與學習不同危機階段所需的因應對策，但囿於

危機演化架構過於一般性，以致無法協助實務管理者即時確認所屬情境可能

的危機演化過程，而影響決策及行動的正確性。因此，藉由分類學（typologies）

來釐清危機的本質，將可以讓管理者能採取更科學的推測與更務實的審視來

管理危機（Gundel, 2005:113）。為此，筆者將進一步說明危機的類型及其特

性如后。 

二、危機的類型 

（一）依危機成因（causation）區分 

處理危機的任何管理者遲早都必須面對危機分類的問題，主要的原因在

於透過分類可讓危機得以被命名及分析，而此正是讓危機能獲得控制的第一

步（Gundel, 2005）。一般說來，以危機發生的原因進行分類，可說是一種最

直覺的分類型態，例如 Rosenthal 與 Kouzmin（1993）便曾將危機分類為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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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man-made crisis）與自然危機（natural crisis）。 

1. 自然危機：指危機係經由不可抗力之自然因素而發生，如地震、颱風、

洪水或乾旱等災害所引起的危機即屬之。 

2. 人為危機：指危機係受到人為之故意或過失因素而產生，如駕駛人疏

忽而發生的重大車禍、民眾的街頭暴力抗爭、公務員疏失或制度設計

不良而導致公眾生命財產的損害等等人為事件所引起的危機即屬之。 

值得注意的是，以危機成因進行分類的方式或許有若干價值，但現今看

來似乎是有爭議的（Gundel, 2005）。因為實務上所出現的重大危機，多同時

包含自然與人為成因。誠如美國前副總統 Al Gore 在記錄電影「不願面對的

真相」（An Inconvenience Truth）中所指出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正

逐漸影響地球的氣候，並逐步危害的地球上所有的生物，而造成全球暖化的

原因，卻是過去數十年來人類文明的過度發展所致2。換句話說，人類是造成

全球暖化的元兇，所以依據危機發生原因而區分成自然危機與人為危機的分

類方式，不但是忽視了危機係自然與人為成因相互交錯的情形，更有可能誤

導我們設計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的方向。是以，本分類雖符合分類學的窮盡

原則，但卻不符合互斥原則，故有必要另行思考其他的分類方式。 

（二）依危機特性（attribute）區分 

相對於從成因來區分危機類型，另一種在文獻上常見的分類方式係依據

危機的特性或屬性（trait）來進行分類。從危機特性進行分類可以有多種分

類方式，最簡單的像是只有一種特性，如將危機區分成國內的或國際的危機、

不連貫的（episodic）或連續的危機以及企業的與公共的危機等等（Rosenthal 

and Kouzmin, 1993; ‘t Hart, et al., 2001）；或同時以多種特性各自或共同結合成

多種危機類型，如國內學者常引用的危機特性有威脅性、時間有限性、不確

定性、階段性、結果具有雙面性等，學者們並習於就不同特性或共通特性的

                                                 
2 此一說法係引自記錄電影「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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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提出危機的類型3。但是，為避免僅著重以危機事件特性分類而產生僵化

的類型，甚至是描述過多的特性而產生概念混淆的情形，危機的分類必須要

符合下列的原則（Grundel, 2005）： 

第一、互斥原則（mutually exclusive）：亦即各特性之定義應是一種「不

是…就是…」的關係，而非「是…又是…」的關係。 

第二、窮盡原則（exhaustive）：指必須含括所有的危機特性，也唯有窮

盡各種特性才能讓分類維持彈性，以允許使用者可以藉由有限的特性來區分

無限的危機樣態。 

第三、有用原則（useful）：分類必須讓使用者可據以實施特定的測量，

以便能制訂相對應的預防措施。 

第四、實用原則（pragmatic）：亦即類型的數量應該是可管理的，不同類

型間應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並避免產生只有科學上可使用的類型（意

指純理論的類型）。 

基此，Gundel 提出兩項危機特性作為分類標準（criteria），分別是：可預

測性（predictability）4與影響可能性（influence possibility）5（ibid.）。所謂可

預測性，意指若危機發生，則危機發生時間或特別是其發生方式，已至少被

有能力的第三方所熟知，且發生的機率並未被疏忽。所謂影響可能性，意指

可以阻止危機發生或可以藉由已知或可執行的方法來去除危機成因降低損

                                                 
3 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參閱丘昌泰（2000）、李宗勳（1999）、吳定（2003）、孫本初（1997）、

詹中原（1990）等教授之著作（依姓氏筆畫排序），限於篇幅作者不做進一步引述與討論。 
4 Turner（1978）可說是第一位將可預測性概念引介至危機管理領域的學者，在其著作

Man-Made Disasters 中，Turner 認為危機之所以發生往往是因為管理者進行草率的(sloppy)
管理以及在危機潛伏期的疏忽所造成。此一觀念即寓含災害或重大意外是可以被預測的，

而非僅是一種抽象的概念（Gundel, 2005:108）。 
5 影響可能性在概念上可再進一步區分成前行的（proactive）與回應的（reactive）影響可能

性，但在此處主要係採回應的影響可能性概念，因為就對危機進行預防的工作而言，測量

必須在可預測性的基礎上進行，而依據預測而後實行防制工作，在邏輯概念上其實就是一

種回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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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Gundel 進一步依據這兩個標準，建構出危機矩陣（crisis matrix），並提

出常見的危機（conventional crises）、非預期危機（unexpected crises）、棘手

的危機（intractable crises）以及主要的危機（fundamental crises）等四種危機

類型（如圖 1）。 

 

 

 

 

 

 

 

 

 

 
圖 1 危機矩陣

6 

資料來源：Gundel（2005:110）。 

 

1.常見的危機：此一危機同時具備可預測性及大家已知的影響可能性，

而危機之所以會發生，導因於使用了有危險或甚至是結構不良的技術系統，

或者是管理的疏忽所造成。 

2.非預期危機：此類型危機難以預測，但當危機事件一旦發生，管理者

於處理事件上有較容易的影響性。換言之，危機的發生係事出突然來不及防

備，而非管理者無法防備。 

3.棘手的危機：此類型危機可以被充分地預料，但要施加處理卻幾乎是

不可能的，原因在於處理方式相當地困難或是因為各方利益的衝突而無法著

                                                 
6 Gundel 提出之危機矩陣之所以繪以刻度，係強調管理者可對特性難易強度進行測量。 

非預期危機（2） 主要的危機（4）

常見的危機（1） 棘手的危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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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處理，因為這一類型的危機所產生的危害有許多是不可逆的（irreversible）。 

4.主要的危機：此型危機可說是最危險的危機類型，因為它既無法被預

測也無法被妥善因應。 

Gundel 強調其提出之分類架構具有彈性（elastic），可隨時間變化改變其

內容，如科技的進步將使非預期危機變成常見危機。其次，此一分類架構僅

有四個類別，可執簡馭繁並方便管理者擬定對策。最後，Gundel 認為兩個分

類指標已足夠，不需再畫蛇添足加上第三個分類指標（ibid.）。然而，隨著政

府部門所面對的問題愈來愈複雜，致使危機管理的績效發生顯著的衰退，究

其原因不在於政府部門所面對的危機都是難以處理的主要危機，而是因為危

機處理過程缺少適當的協調合作所致。如 Comfort 等人便認為，現今的公共

組織必須處理的急迫問題是加強組織內與不同組織間的協調合作（包括營利

組織與非營利組織），方能保護社區免於自然或科技災害的風險（Comfort et 

al., 2001）。換言之，不同的行動者為達成共同的目標，必須要以理性與即時

的方式產生協調績效（ibid.）所以，當危機發生時，若需要多種不同專業者

共同行動因應，將會使得協調的難度愈高，則行動失敗的可能性也將愈高。

為此，筆者在 Gundel 的概念上，加上第三個危機特性，即多樣性(diversity)，

意指解決危機所需之行動者專業技能或資源的多樣化程度，而當危機處理的

多樣性需求愈高，則行動的協調將愈加困難。 

依據前述「可預測性」、「可影響性」及「多樣性」等三種危機特性，筆

者整理出下列八種危機類型，並改以樹狀圖的分析方式呈現（如圖 2），茲說

明其意義及案例如下： 

1.單一劇本型危機：本型危機容易預測及影響，且處理危機所需之不同

專業行動者少或資源擁有者單純，故可藉由預先擬定的制度或工作程序的遵

守及演練，而避免危機的發生。反之，本型危機的發生，可歸因於違反工作

程序或管理者疏失所致。例如：1998 年 2 月發生的大園空難事件所造成的國

內飛行安全管理危機（特別是半官方企業－華航的營運危機）。依據民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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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 年公佈的調查報告指出「這起空難最主要的原因是飛機在下降途中高

度始終過高，飛行員知道，航管人員也曾提醒，但一直未有效修正，也因此

導致飛機進入跑道範圍時必須重飛；但沒有按規定步驟，甚至關鍵程序弄反，

造成飛機仰角過高、失速，最後失事。」（聯合報，2000.05.19，第 8 版）。換

言之，此一危機可藉由加強標準作業程序的調整、飛行人員的教育訓練、演

練，而避免危機的發生。 

2.複雜劇本型危機：本型危機容易預測及影響，惟處理危機所需之不同

專業行動者多或資源擁有者複雜，故可藉由預先擬定的制度或工作程序要求

相關行動者遵守及事先的聯合演練培養合作默契，以避免危機發生。例如：

發生於 2005 年 1 月邱小妹妹人球事件，所引爆之台灣緊急救護醫療體系的危

機。「面對邱小妹人球案教訓…中興院區副院長沈希哲大聲疾呼，中央應立法

授權 EOC 有調床權。他還建議，各醫學會最好能建立輪班醫師窗口，供 EOC

緊急時找醫師，可以找到空床和臨時支援醫師，避免再發生人球事件…」（聯

合晚報，2005.01.18，第 3 版），「全國第一個 EOC 指揮中心，去年轉床率 57%，

邱小妹人球案發生至今一周，EOC 轉床成率高達百分百。」（聯合晚報，

2005.01.18，第 3 版）。為避免類似事件重演，行政院衛生署緊急於 2005 年 1

月 21 日召開醫院急重症醫療會議，並決議「全國六大區域性緊急醫療網內醫

院，將視人員、設備分為三等級，並針對創傷病患明訂轉診標準及流程。」

（聯合晚報，2005.01.22，第 5 版）換言之，此一危機其實早已為不同醫療專

業者、政府部門所知悉，惟缺乏行動共識，導致未能及早行動譽為因應，邱

小妹事件可說是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其促使相關單位終於願意正視問題並努

力攜手解決之。 

3.單一棘手型危機：本型危機容易預測，但礙於利害關係人的利益衝突

導致問題無法解決而爆發危機，惟處理危機所牽涉的行動者較少（通常為兩

方的利益衝突），故多藉由適當的協商機制來防止危機的發生。例如：大家所

熟知在 1962 年爆發的古巴戰爭危機。危機的爆發係因為科技進步使美國偵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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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蘇俄擬在古巴部屬中程導彈，但由於美、俄兩國各有堅持不願退讓而瀕

臨兩強爆發戰爭的危機，最後則是因為俄國退讓才讓危機得以順利解除。 

4.複雜棘手型危機：本型危機容易預測，但礙於眾多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衝突，導致問題無法解決而爆發危機。例如：2002 年行政院宣布推動農漁會

信用部改革方案，所引爆之國內政治危機。「面對前總統李登輝及在野黨質疑

基層農漁會信用部的改革計畫，陳水扁總統上午藉出席世界台商年會致詞時

作了嚴正宣示。陳水扁表示，有人警告他，如果進行改革就會失去政權，但

如果為了怕失去政權而不改革，就是懦夫的表現；而如果為了確保政權而不

改革，就是自私自利、苟延殘喘。如果改革或不改革都可能失去政權，他仍

然選擇改革…」（聯合晚報，2002.09.24，第 1 版）。由於地方反彈激烈，並表

達將發動全國十萬農漁民團結自救大遊行，在龐大政治壓力下，「行政院突然

宣布農漁會分級管理政策暫緩，包括行政院及民進黨中央都難掩錯愕，黨內

核心幹部以『欲哭無淚，想要自殺』形容，原本政院、民進黨擬定了為期兩

周的『作戰計畫』，但昨天傍晚所有已經做好『改革絕不能停止』為標題的平

面、電子文宣廣告全面撤銷。」（聯合晚報，2002.11.18，第 3 版），「史上最

大的農民上街頭行動蔓延成長長人龍，塞滿整個遊行街道……范振宗說，要

向大家認錯，他『沒有向院長報告清楚』，他誤判情勢，以為農漁會改革，『只

有農會反對，沒想到連農民都反對』…」（聯合報，2002.11.24，第 3 版）。換

句話說，此一危機早已為當政者所知悉，但因為政治理念的差異，加上執政

者無法解決與眾多被改革者間的利益衝突而引爆危機。 

5.單一應變型危機：本型危機難以預測卻容易影響，且處理事件所需之

不同專業行動者少或資源擁有者單純，故危機的發生係導因於應變不及所

致。例如：2003 年 8 月發生於臺北縣蘆洲大囍市社區大火，而引爆之政府救

災體系危機。「台北縣蘆洲市民族路『大囍市』社區，昨天凌晨一點五十四分

發生火災，檢警單位調查，住在一樓的徐瑞琴因懷疑擔任油漆工的先生邱春

生有外遇，兩人發生口角，徐瑞琴憤而潑松香油引火自焚，不慎波及一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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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穿堂的六十四輛機車，火苗從樓梯間一路向上竄燒，民眾倉皇間逃生無

門，造成十三死、七十一人輕重傷…」（自由時報，2003.09.01，頭版）。換言

之，此一危機事件的發生並無法預期，惟救災者若能事先落實狹小巷弄禁止

停車的管制措施，則嚴重的傷亡將不會發生。 

6.複雜應變型危機：本型危機難以預測卻容易影響，惟需要不同專業行

動者或資源擁有者共同合作，方能避免危機發生。例如：台灣農產品生產過

剩，所導致的農產品價格危機。「…國內柳丁嚴重滯銷，價格持續低迷，竹崎

鄉部分果農日前陳情有關單位，指政府收購措施成效不彰，柳丁乏人問津，

只能堆積在倉庫，令農民感嘆。」（聯合報，2004.02.12，第 B1 版），「…農

委會在昨天行政院院會報告指出，柳丁今年產量預估比去年增加十三％，由

於生產過剩，導致產地價格滑落，因此已經採取多項促銷、收購措施。具體

措施還包括輔導農民及農民團體於盛產期辦理『購儲』，即常溫貯存一萬公

噸、低溫貯存五千公噸以上，於明年二至五月間，視市場價格調節供需。」

（自由時報，2004.11.25，生活版）。換言之，由於農產品因種植到收成需要

一段時間，故市場價格資訊存有不可避免的時間落差（農民常會以種植時的

價格決定增加或減少產量）。因此，即使大家知道維持一定產量，就能維持價

格的穩定，惟因為農民彼此間協調行動的市場價格資訊是不完全的資訊，導

致農民行動不一致而發生生產過剩、價格暴跌的危機。 

7.單一困窘型危機：本型危機難以預測並難以影響，惟危機爆發時社會

對誰需負責已具高度共識，且認為僅有少數或某一專業行動者或資源擁有者

須承擔起處理危機的責任。例如：發生於 2005 年 5 月的毒蠻牛千面人事件，

所造成的社會治安危機。「台中市爆發歹徒模仿日本『千面人』手法，在保力

達公司生產的蠻牛、保力達Ｂ飲料下毒，到昨晚為止，共查到十瓶下毒飲料，

案情如滾雪球般愈來愈大。全案不排除同業競爭、歹徒勒索，也可能是離職

員工挾怨報復…」（聯合報，2005.05.19，第 A2 版），「台中市警方偵辦保力

達千面人案第 6 天，案情陷入膠著。警方私下表示，不排除嫌犯已潛逃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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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做案用的衣物都燒掉…」（聯合晚報，2005.05.23，第 9 版），「毒蠻牛案

的千面人落網了，喝飲料人人自危的疑慮和恐懼暫獲解除…」（聯合晚報，

2005.05.27，第 2 版）。換言之，此一危機的發生無法預測，且在大眾傳播媒

體發達的現在，單一犯罪事件很容易就引起群眾的集體恐慌，而造成社會治

安危機。 

8.複雜困窘型危機：本型危機難以預測並難以影響，且危機爆發時需要

眾多行動者或資源擁有者共同行動方能減輕損害、避免危機進一步擴大。例

如：美國 911 事件，所引起之美國國土安全危機。由於恐怖份子古怪的想法

及秘密的規劃，使美國政府要事先阻止或影響其攻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Gundel, 2005）。災難發生後，美國政府雖也極力檢討改善，並力求防制恐

怖攻擊，但付出極大代價卻僅換來有限的成果。換言之，美國政府為防範恐

怖份子攻擊，除加強國土維安工作外（如加強入境檢查），還耗費鉅資與人力

發動伊拉克戰爭，但美國政府迄今仍未敢宣布其國土安全危機已經解除。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人類經驗積累與科技發展的影響，可改變人類對危

機的可預測性、可影響性及多樣性，使各具體的危機事件在不同時空下會被

歸類為不同類型的危機。以前述的大囍市社區火災導致的巷弄救災體系危機

為例，「…蘆洲大囍市大火燒出一堆問題，尤其巷道狹窄影響救災問題存在已

久，消防署長黃季敏遭監察院約詢時坦承，道路寬度四公尺以下巷道出入口

影響消防車出入，但道路寬度大於四公尺，卻因為經常性停放汽機車，導致

實際道路寬度小於四公尺，因而消防署日前提出改善之道，建議統一道路停

車位劃設以及停車管理規定。」（自由時報，2003.09.18，社會版），使得在事

件之後各縣市政府消防局皆紛紛積極轄區清查搶救困難之巷道，並建議縣市

府做為優先拓寬或加強違規停車取締。是以，可預測性在經驗教訓下將大為

提高，而使原為單一應變型危機轉變成單一劇本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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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

多樣性

可影響

易

難

易

難

少

多

易

難

少

少

多

多

少

多

複雜棘手型危機 

複雜劇本型危機 

單一棘手型危機 

複雜應變型危機 

單一劇本型危機 

單一應變型危機 

複雜困窘型危機 

單一困窘型危機 

 
圖 2 新危機類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參、政府危機管理行動的挑戰 

政府危機管理是指機關組織對於所面臨危機問題的形成及處理過程，從

事必要的預防、決策及執行，以預防危機發生或化解危機的一系列作為（吳

定，2003：548）。傳統的危機管理研究多將危機管理的行動區分成預防

（prevention）、準備（preparedness）、回應（response）及重建（reconstruction）

等四個循環的階段7，其區分之目的在為每一階段設定縝密的危機管理計畫，

                                                 
7 此四個階段分別是： 

一、預防階段（prevention stage）：主要的工作在於蒐集與分析早期的預警訊號，並提供適

切的行動，以便在危機形成前即消弭危機或降低危機發生所造成的損害。 
二、準備階段（preparedness stage）：主要的工作在於針對各項危機的解決方案加以設計與

預演，以精進組織處理危機的能力。 
三、回應階段（response stage）：主要的工作在於協助受危機影響的社群，能儘量降低危機

造成的傷害，並從回應的過程中學習各種成功或失敗的經驗。 
四、重建階段（reconstruction stage）：主要的工作在於執行重建工作，以帶領受影響危機

影響社群儘速回復日常的運作。 



行政暨政策學報 
 

48

並對各階段危機做出理性規劃的行動方案（Paraskevas, 2006）。惟當危機逐

漸變成為複雜、跨領域及相互交錯的型態時，依循此一途徑所規劃之理性行

動方案便無法有效實現其預期目標（Boin & Lagadec, 2000; Paraskevas, 

2006）。另一方面，當危機變得愈來愈複雜，管理者要獲得管理上所需的資

訊也將變得愈來愈昂貴。若管理者非要等到獲得完整資訊，才計畫所謂完美

的行動方案，恐怕將會是非常無效率的行為。換句話說，傳統途徑為各階段

危機管理行動所預設的各種理性規劃，在處於決策者資訊有限或不足情形

時，規劃常會趕不上變化，而打亂行動的步調。 

因此，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呼籲應另闢新的研究途徑以補傳統研究途徑之

不足。Murphy（1996）探討危機對社會的影響層面，並建議使用非線性的動

態管理（non-linear dynamics management）來監督利益團體、危機與謠言的演

化情況；Comfort、Sungu、Johnson 與 Dunn 等（2001）建議運用資訊科技來

強化管理者對抗風險及威脅的能力，並提出互動式、智慧型、空間資訊系統

（interactive, intelligent, spatial information system, ISIS）來支援決策者進行決

策，並強化危機管理的協調合作績效；Robert 與 Lajtha（2002）聚焦在行動

者面對危機的學習過程，以協助管理者有能力處理突發的與非預期的危機。

然而，不管是重新確認危機演化的本質，或以科技改良決策品質，還是強調

管理者應從危機中學習，以培養權變管理能力，上述的途徑仍無法告訴我們，

為何受到良好訓練或富有學習經驗的個人，在危機中所做的最佳判斷，依然

會導致整體危機管理行動的失敗。因此，筆者認為上述研究途徑對危機管理

集體行動的問題，尚未能提供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8。 

然而，要研究政府危機管理集體行動的問題，筆者認為吾人應設法先行

釐清此一問題的本質。為此，筆者將政府組織集體行動的問題討論如后。 

                                                 
8 Comfort 等人（2001）雖提出自我組織的概念來解決協調的問題，並認為只要決策能成為

行動者共同的目標，則行動者必然能產生協調的行動。惟筆者認為此一論點是過份簡化的

協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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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組織集體行動的問題本質 

集體行動的問題，可視為是一種社會困境（Social dilemmas），其意指一

種情境，即個人會在一個相互依賴的情況下制訂獨立的決策（Dawes, 1975），

惟行動者依個人最大化的短期利益獨立進行決策的結果，卻會讓所有的參與

者產生比其他可能的替代方案更糟的情況（Ostrom, 1998）。換句話說，行動

者僅依賴個人偏好而進行決策，會導致集體行動陷入社會困境，也就是個體

最佳行動的結果並不會使全體變得更好。同樣地，政府各部門若依自己最有

利的方式行動，亦有可能會使組織的預期目標無法完成，而產生組織的社會

困境。因此，研究集體行動的重心，就在於思索如何使行動者免於陷入社會

困境。 

為此，組織理論學者提出協調的概念，加以解決之。所謂協調意指整合

或連結組織不同的部分，以達成一組集體的任務（Van De Van, et al., 

1976:322）。就政府部門而言，協調是一種政府政策與計畫的最終狀態，其特

徵為最少的冗餘（redundancy）、不一致（incoherence）與空隙（lacunae）（Peters, 

1998:296）。在傳統的組織理論中，特別是 Weber 的官僚制度（Bureaucracy），

通常會使用層級節制（亦即透過權威 authority）、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以及法令規章，來協調不同專家間的行動。傳統行政學

者認為若不尋求強迫的手段（Gaiden & Wildavsky, 1974:277-279）或提供共享

目標（shared goal）（Wilson, 1989），將難以設計出促進協調行為發生的機制。

換 句 話 說 ， 此 些 學 者 是 把 協 調 的 問 題 視 為 是 控 制 的 問 題 （ Comfort et 

al. ,2001:147）。 

Aucoin （ 1997 ） 認 為 層 級 節 制 、 專 業 化 （ specialization ） 與 標 準 化

（standardization）皆是達成民主的指揮、控制與課責（accountability）等民

主善治（good governance）之基石所必須的要件。由於擁有權威並不表示該

官員能理解其所負責的事務，加上隨組織的擴大，各種操作程序與規則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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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相互衝突的現象，使得傳統認為層級節制能處理專業分工後協調問題的

想法受到檢討，並改以「授權賦能」（empowerment）的觀念所取代9。因此，

提供逐漸增加的自主性予擁有專業技能且位居組織較低階層的員工，便成為

當代公共管理的主要潮流（Wu & Liao, 2007）。強調授權賦能的學者樂觀地認

為，當組織減少其階層後，管理者可進一步促使各部門專家能組成團隊

（ team ）， 以 便 團 隊 中 的 每 一 個 人 皆 能 自 願 地 互 相 調 整 (voluntary 

adjustment)，俾達成整體最佳的產出（吳秀光，2007）。 

然而，誠如 Alexander（1995）所指出的，協調的變化程度會落在「自願

相互調整」（mutual adjustment）到「系統控制」(system control)之間。在自願

相互調整這一端，主張協調是組織對環境的自發性相互調整；在系統控制這

一端，則強調協調是控制組織的決策，以便指揮組織的行動，達成成員相互

獲益的結果（ibid, 1995:21）。因此，在現實生活中政府部門內部的協調，其

實多半是同時夾雜著「自願相互調整」與「系統控制」等兩種機制的混合體，

管理者應視實際需要決定這兩種機制的混合比例。 

二、政府組織協調機制的問題 

誠如上述，組織的協調有「自願相互協調」與「系統控制」等兩種協調

機制，惟就政府部門而言，此兩種機制與官僚體制結構間的互動，尚存有若

干的問題。如同 Peters 認為公部門協調的本質是一種政治的過程（political 

process），故協調不僅在行政層次應被重視，在政策的形成階段也應賦予同樣

的關注（Peters, 1998）。所以，為探討政府組織中的集體行動，我們需要同時

檢討政府組織中的決策制訂與執行過程所存在的協調問題10。為此，筆者將

                                                 
9 Peters 與 Wright 認為「授權賦能」通常涉及到同時對員工及客戶賦予組織的權限（Peters & 

Wright, 2004:632）。 
10 即使有部分學者認為，協調的決策制訂面向是比執行面向還要重要的（參見 O’Toole, 1996; 

Peters, 1998）。不過，筆者認為兩個面向皆能對管理的效能產生影響，所以應同時予以關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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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從兩種協調機制在政府組織應用時，就決策及執行階段可能發生的問題

分別說明如下。 

（一）採「自願相互調整」協調之問題 

當代官僚體制是建構在兩個不相容的概念之上，分別是：分權化

（decentralization）與層級節制（hierarchy）（Hammond & Miller, 1985）。如

學者 Sen（1976）所指出的，分權化可以達成正面的效果，但也可能對整體

政策效益造成負面影響。Kettle（2006:13）從美國公共行政的歷史脈絡中歸

納出五種基本的界限（boundaries），並認為此五種界限形塑了美國行政體制

的行為，分別是：任務（mission）、資源（resources）、能力（capacity）、責

任（responsibility）以及課責（accountability）。所以公共管理者欲使行政體

制產生協同的行動，便必須對這些界限予以有效的管理。惟究其根源，此一

界限實源自於政府組織中的分權化設計。因此，我們可以說協調的問題係導

因自政府組織的分權化。此外，政府組織無法僅藉層級節制來整合出成員共

同行動偏好的主要原因在於：1.他們必須從數個結果中做出選擇，而且溝通

有時是不完美的；以及 2.在某些案例中可以發現，因個人的偏好（preference）

不同，以致於他們對於何種共同行動偏好較佳存有不同的看法（Calvert, 

1995:241）。這意謂協調的問題基本上可視為是偏好選擇的問題，也就是決策

制訂的問題。 

Hammond 與 Miller（1985）採用「森悖論」（the Sen Paradox）的觀點11，

                                                 
11 Sen（1970）著有「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乙文，論證集體決策（majority 

decision）與個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等兩個社會選擇原則是無法相容的，並嚴謹證明

在社會選擇過程的三種情境中，分別是：無限制領域(U, Unrestricted domain)、柏瑞圖原則

（P, Pareto principle）與自由主義（Liberalism）或僅有兩位決策者的最少自由主義（L*, 
Minimal Liberalism），存在以下兩個定理： 
(1)定理一（Theorem I）：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決策函數可以同時滿足 U、P 與 L。 
(2)定理二（Theorem I）：沒有恨和一個社會決策函數可以同時滿足 U、P 與 L*。 
此兩個定理受到 Sen 以嚴謹的數學邏輯證明，並為社會選擇理論者所廣泛接受及引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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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官僚體制可以同時滿足四個決策原則，分別是：分權化、

柏瑞圖法則（the Pareto principle）、全觀性（universal domain）以及反循環性

（acyclicity），並界定此四個原則的意涵為： 

1. 分權化：為了尊重專家判斷，應該設立專家的管轄範圍，使其能在範

圍內作某種程度的選項排序。不過分權等同於去中心化的看法，並無

地理上的意涵，而是類似於「授權」的概念，其結果將使得組織能夠

彈性與創新地回應環境變遷。  

2. 柏瑞圖法則：在專家管轄範圍之外的決策，必須以規則來回應，其中

最能被接受的規則便是柏瑞圖法則，意指當某些人偏好 X>Y，而沒有

人偏好 Y>X、或無意見時，組織就應該將 X 的偏好順序置於 Y 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學者選擇另一種強度較弱的規則即 weak Pareto 

principle，意指唯有全體成員一致偏好 X>Y 時，組織才會將 X 的偏好

順序置於 Y 之上。在此定義下，若柏瑞圖原則與其他三項原則發生衝

突，將很容易被決策者所拋棄。 

3. 全觀性：如果組織成員中沒有知道處理方法的專家，一個尋求問題解

決的辦法是大家都可自由表達的腦力激盪會議，這些非專家們有時也

能做出好的決策，如英美的陪審團制度12。本原則允許每個人可就合

理、合法的項目進行合邏輯的排序。不過這不意味著民主決策，因為

表達的結果可以被組織忽略，故全觀性可以與專家判斷同時並存。 

4. 反循環性：要求組織決策具有偏好的內在連續性，亦即不可發生

X>Y>Z>X 的現象。一旦發生循環的偏好，組織就會產生決策慢、懸

而不決、錯失良機、不穩定、決策易受影響以及浪費時間精力在易被

推翻的決策…等現象。 

                                                                                                                                      
學將其定理稱之為 the Sen Paradox，建議有興趣深入了解 the Sen Paradox 的讀者，可另行

參閱原文。 
12 當然，依靠非專家的集體決策也有可能產生出不好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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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學者進一步評論到，假如分權化必須被維持的話，則不論全觀性、

柏瑞圖法則或反循環性，都必須做某種程度的調整。假如我們要保留全觀性、

柏瑞圖法則或反循環性的話，則分權化便必須被拋棄，但無分權化又將破壞

官僚制度所賴以存在的基礎（Hammond & Miller, 1985）。 

由於此四個決策原則無法同時存在，所以兩位學者進一步提出兩種可能

的解決途徑。第一，組織有時會因為追求某一目標，而雇用有相似背景的人，

以便能透過相似的途徑達成組織的任務，但如此一來卻又有可能會犧牲整體

決策的全觀性；第二，可將最高決定權交給特定個人，例如：組織的獨裁者。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在諸位專家中加諸一位獨裁者，並以其個人意志來協調

專家間的行動，但我們卻無法保證此位獨裁者不會犯錯。因為，在缺乏適當

的監督資訊以及存有權力誤用誘因的情形下，獨裁者將有可能會是組織的危

險人物（吳秀光，2007:16）。 

其次，在執行過程中，假定分權化是組織決策制訂的主要原則，則所有

專家的判斷就必須給予同樣的尊重。由於政府組織總是為不同領域的專家設

定管轄權，所以專家在其所屬領域之中便能獲得相當程度的自主性。這意謂

當危機發生時，每一個專家都須獨立做出最佳的判斷。但問題是這種各自尋

求自己最佳判斷的方式，能否匯集成最佳的團體產出？如同 Downs（1967）

所指出的，管轄領域的自主性（territorial autonomous）不僅會導致內部部門

的衝突，更會因此增加社會的成本。亦即所有的部門皆會將有限的資源與時

間，用於贏得領域戰爭的勝利，可是卻因此對社會造成無用的產出。Bardach

（1998）也有同樣的觀察，他認為地盤保衛（turf safeguard）會妨礙官僚組

織產生成功的協調。如此一來，領域的自主性或地盤保衛將使政府組織內不

同領域的專家發生衝突，而導致次佳（而非最佳）的集體執行成果。此外，

若執行階段缺乏足夠的資訊或合作的機制，則要達成有效的協調亦會是緣木

求魚。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組織的專家將會面臨所謂“社會的困境”(social 

dilemma)，亦即個別行動者的上策（dominant strategy）是不合作，而彼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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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的 納 許 均 衡 （ Nash equilibrium ） 將 會 落 在 柏 瑞 圖 次 佳 情 境 （ Pareto 

suboptimal）。此意謂個別行動者的自我利益，會成為一種阻礙而非促使行動

者產生集體最佳成果的有效協調機制（Miller, 1992）。如同賽局理論所指出

的，假如我們可以賦予行動者足夠的資訊，例如：集體行動的報酬（payoffs），

或重要的互動機制，如持續的溝通，則我們將可誘使行動者產生看似有損個

體權益，但實際上卻可獲得共同最大利益的行動，亦即柏瑞圖最佳結果（Pareto 

Optimal）。 

(二)採「系統控制」協調之問題 

最常在政府組織中被用來產生「系統控制」協調的機制，應屬 Weber 在

理想型官僚體制（ideal type bureaucracy）中所建構的「層級節制」概念，惟

當代學者對於此一機制仍存有不同的評論。某些學者認為即使有愈來愈多的

分析抨擊層級節制，並期望諸如網絡（network）或市場（market）可以取代

層級節制，它依然具有無可取代的價值。例如，Coase 便主張相對於其他替

代機制而言，層級節制可付出較少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Coase, 1937; 

Peters, 1998）。換句話說，即便導入層級節制會產生資訊搜尋與部門衝突的

成本，但相對於另外兩種機制（市場與網絡）而言，層級節制仍是交易成本

較低的機制。特別是當組織面臨危機的情形時，更是如此。 

另有學者認為層級節制是有害協調的，即便是給予職權亦無法產生有效

協調的結果（Hanf & Scharpf, 1978）。因為，層級節制依賴高層權威者進行

決策，基層員工僅負責執行的方式，將會傷害每一個專家的自主性。在許多

社會心理學文獻中亦已指出，過度的強調權威常會傷害員工的士氣與降低工

作動機（Goulder, 1954; Miller, 1992）。另外，從代理理論（agency theory）

的觀點，隱藏資訊（hidden information）與隱藏行動（hidden actions），會在

專家與長官間產生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的現象，而影響最高

權威者的決策以及最高權威者對執行者的行動監督能力。這使得專家不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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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或執行階段，皆存有不與長官合作的誘因，而導致協調運作的失敗。因

此，層級節制僅能算是一種純理論的解方，惟實務上常無法符合理論的預期

（Kettle, 2006:14）。 

經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可知組織的集體行動問題，特別是政府組織的集

體行動問題，不論是要導入「自願相互協調」或「系統控制」的協調機制，

都會在決策與執行過程發生若干問題，惟僅依賴傳統 Weber 式組織之分權化

與層級節制設計，顯然將使問題治絲益棼。因此，我們必須尋求適當機制以

解決政府組織集體行動的“社會的困境”，即協調的問題。 

肆、政府危機管理之協調行動模式 

為尋求政府組織管理危機所需的協調機制，筆者擬先分別就危機管理決

策的原則與危機管理行動的影響因素提出假說，並進一步結合兩者建立「政

府危機管理之協調行動模式」。 

一、重構政府危機管理之決策原則 

筆者依據前述五項基本決策原則，分別是：分權化（D）、柏瑞圖原則

（WP）、反循環性（A）、全觀性（UD）及權威（AU），以及森悖論和政府

組織分權與層級節制概念等相關理論論述，歸納出各型危機管理最可能採行

的決策原則如下： 

（一）單一劇本型危機：公共管理者已有處理本型危機的經驗與方法，

依據過去經驗僅需單一部門即可全權負責處理，故會以制訂標準作業程序

（SOP）的方式為之。因此，本型危機可能採行的決策原則為：UD 與 AU 會

被拋棄，而 D、WP 與 A 會被保留。 

（二）複雜劇本型危機：由於不同專業領域的公共管理者已具有類似的

經驗與適當的方法可去除本型危機的損害，所以一方面要依賴過去可行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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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門的非正式合作機制，即「共同經驗」，另一方面則要仰賴具權威者調整

各專業部門任務來達成，即促使共同的標準作業程序獲得各部門接受。因此，

本型危機可能採行的決策原則為：D 與 AU 會被修正，WP 與 A 可保留，但

UD 會被拋棄。 

（三）單一棘手型危機：本型危機係導因於兩方利益可預見的衝突所造

成，常見的型態有國與國的衝突，或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衝突。因此，解

決的方式多仰賴談判的方式為主，權力（公權力或武力）的使用為輔。是以，

決策者會給予談判者（專家）部分權限進行談判，並保有接受談判結果或採

行強制性權力的權限，以因應無法形成共識的情況。因此，本型危機可能採

行的決策原則為：A 與 AU 會被保留、D 會被修正（因部分授權），但因必須

限制在某些議題下，使 D 會被拋棄，且因衝突係導因於他方之所得建立在我

方之所失的利益衝突情境下，其結果有可能是達成共識（談判成功）或無法

形成共識（談判失敗、訴諸權力），故 WP 會被修正。 

（四）複雜棘手型危機：本型危機係導因於多方利益可預見的衝突所造

成，常見的型態多為集體行動所造成的悲劇，如生產供需失調之市場失靈問

題、公共資源過度使用導致之生態問題。為調和多方利益衝突，可採由上而

下方式，依賴權威進行協調或管制，以控制不同行動者的自利行為（或專業

判斷），避免危機發生；或是採用由下而上形成共識的方式，產生自律行為避

免危機發生。惟隨者利害關係者愈多，則由下而上方式會較由上而下方式花

更多時間，故囿於危機處理的急迫性，由下而上的決策原則通常較少被使用。

因此，本型危機可能採行決策原則為：D 與 UD 會被拋棄、WP 會被修正（因

管制或許無法達成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AU 與 A 會被保留。 

（五）單一應變型危機：由於危機事件無法預測，使公共管理者於危機

事件爆發時，雖有處理的技術，但因為反應不及的關係，導致危機發生。所

以，決策需仰賴專家在第一時間做出最佳判斷，以控制並避免災害擴大。因

此，本型危機可能的決策原則為：D 與 A 會被保留，而 WP（因無法避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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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事件不發生）、UD 與 AU 會被拋棄。 

（六）複雜應變型危機：由於危機事件無法預測，使公共管理者於危機

事件爆發時，雖有處理的技術，但因為反應不及且需要多種專業行動者共同

行動的關係，導致危機發生。所以，決策需依賴最高權威者於第一時間做出

最佳判斷，以重新安排行動的規則及分配資源，讓各專業者能對危機做出回

應，惟不能保證此一指揮者能做出最佳決定。因此，本型危機可能的決策原

則為：AU 與 A 會保留、D 會被修正，WP（因無法避免危機事件不發生）與

UD 會被拋棄。 

（七）單一困窘型危機：某一專業的公共管理者面對全新的危機型態，

必須思索在最短時間內以創新方式處理危機。所以，本型危機可能的決策原

則為：D、UD（因需要知識創新）與 A 會被保留、AU 會被拋棄，惟依據森

悖論以及無法避免本型危機事件發生，故 WP 恐無法達成。 

（八）複雜困窘型危機：公共管理者面對全新的危機型態，且不知該由

哪一個部門負責處理（危機發生在權責空隙），所以可能的決策方法會是由最

高權威者集結具專業知識的專家，在最短時間內以創新方式處理危機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指揮者權威僅是促使不同部門得以合作的工具，其目的在激

化各專家對於目標的認同，以便不同部門專家願意貢獻心力發展處理問題的

創新技術。所以，本型危機可能的決策原則為：UD（因需要知識創新）與 A

可被保留，AU 與 D 會被修正（因需要最高權威者發動，但需要專家貢獻專

業知識），同樣地因為無法避免本型危機事件發生，故 WP 恐無法達成。 

筆者整理上述各型危機發生時可能會應用的基本決策原則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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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危機管理的決策原則 

    決策原則

危機類型 

分權化（D） 全觀性（UD） 柏瑞圖原則

（WP） 

反循環性（A） 最高權威

（AU） 

單一劇本型危機 ○ X ○ ○ X 

複雜劇本型危機 △ X ○ ○ △ 

單一棘手型危機 △ X △ ○ ○ 

複雜棘手型危機 X X △ ○ ○ 

單一應變型危機 ○ X X ○ X 

複雜應變型危機 △ X X ○ ○ 

單一困窘型危機 ○ ○ X ○ X 

複雜困窘型危機 △ ○ X ○ △ 

○：表原則被保留。 △：表原則被修正。 X：表原則被拋棄。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影響協調行動的關鍵因素 

由於賽局理論對行動者如何產生協調行動的研究已有相當多的研究成

果，特別是有關「囚犯困境賽局」（Prisoner Dilemmas Game）與「協調賽局」

（Coordination Game）的研究13，故筆者擬從此些研究成果中，發掘出影響

協調行動的關鍵因素。 

（一）囚犯困境賽局 

囚犯困境在當代學界中，是最為人所熟知的一種社會困境形式（Ostrom, 

1998:2）。假定在囚犯困境賽局中，行動者不能彼此溝通，且賽局僅進行一次。

                                                 
13 誠如前述政府危機管理過程的協調問題，包括行動者利益衝突與利益一致等兩種情境，因

此本文作者引用賽局理論中探討利益衝突之「囚犯困境賽局」與利益一致之「性別戰爭賽

局」的相關文獻，做為推導影響協調行動之關鍵因素的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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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表 2 所示，行動者的報償（payoff）為 a、b、c、d，且 a>b>c>d，則兩行動

者（甲與乙）的上策將會是策略 B，故策略 B 將成為共同的策略，即納許均

衡。但策略 B 並非整體的最佳結果（滿足柏瑞圖原則），此顯示出以個人自

我利益進行選擇的機制並不能達成整體的效益（Miller, 1992:24）。惟當兩者

可以進行溝通及互動行為可重複進行時，則行動者有可能可以找出共同的最

佳行動方案（Calvert,1995）。換句話說，行動者的溝通與持續的互動行為，

將可促使行動者做出共同的最佳方案。 

 
表 2 囚犯困境賽局 

甲 
乙 

策略 A 策略 B 

策略 A (b,b) (d,a) 

策略 B (a,d) (c,c) 
資料來源：修改自 Wu & Liao (2007:21)。 

 

若放寬賽局僅進行一次的假定，則 Axelrod（1984）最先透過實驗發現重

複的同一賽局，可以使行動者學習對手先前的選擇，而有機會達到滿足柏瑞

圖原則的共同結果14。Miller（1992）則是使用「信任」（trust）一詞，形容

行 動 者 選 擇 合 作 ， 並 只 要 對 方 願 意 合 作 ， 合 作 將 持 續 進 行 的 現 象 。

Kouwenhoven（1993）亦認為信任對形成有效的合作關係是非常重要的。從

組織的角度而言，信任是非正式內部網絡關係的重要部分，信任可以支撐正

式的組織內夥伴關係（Sullivan & Skelcher, 2002:102）。然而，信任是行動者

                                                 
14 依據 Axelord 的研究，當行動者選擇「以牙還牙」策略時（tit-for-tat），行動者將能達到共

同的最佳結果。所謂「以牙還牙」策略，即是指行動者 A 於賽局開始時選擇合作，若對手

B 選擇不合作，則 A 也會在下一回合選擇不合作，並持續到 B 改選擇合作後，A 也會立即

在下一回合改選擇合作（Axelord, 1984）。如此一來，兩行動者即可藉由學習彼此上一回合

的決定，而擬定自己下一回合的策略，終而學習到合作才能達成共同長期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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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互動的結果，但長期互動不一定能保證一定能產生信任。因此，我們還

需要有其他的機制來促使行動者產生信任。Ostrom 則支持所謂「互惠」

（reciprocity）的概念，並認為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互惠」已成為許多

個人用來解決社會困境情境的核心規範（Ostrom, 1998:4）。所謂「互惠」指

的 是 同 一 團 體 中 ， 彼 此 為 對 方 的 付 出 能 維 持 最 小 的 差 異 性 （ Miller, 

1992:192）。因此，互惠的程度愈高，愈能產生彼此的信任。但該如何令行

動者願意採行互惠的行為呢？組織理論學者 Thompson（1967）最早提出任務

相互依賴性的概念（task interdependence），意指行動者為達成自己的任務，

必 須 仰 賴 對 方 的 協 助 。 因 此 ， 提 高 彼 此 任 務 的 相 互 依 賴 性 （ task 

interdependence），將可提高行動者採互惠行為的機率。然而，任務依賴性的

建立其實又涉及到組織分工機制的設計，如透過合併的方式提高相互依賴性

（Pfeffer & Salancik, 1978）。因此，任務相互依賴性可以說是調整組織分權

化機制的結果。 

若放寬賽局行動者不能溝通的假定，Ostrom（1998）認為自利的行動者

可透過溝通，而使對方相信其會採行合作的行動而選擇合作。這是因為藉由

溝通能提供資訊，使自利的行動者增加自己對對手的信任。換言之，溝通改

變了彼此的期待，而使彼此相信合作可以提高共同的獲益（ibid.,1998:13）。

惟簡單的溝通並不足以幫助脫離困境，只有當行動者可以面對面溝通時，彼

此間合作的程度才會逐漸增加（Miller, 1992:25；Ostrom, 1998:6）。 

（二）協調賽局 

最簡單的協調賽局是「性別戰爭賽局」（battle of the sexes game）（Luce & 

Raiffa, 1957:90-91），在此一賽局中，行動者同意共同行動可以獲得最佳報

償，但該如何共同行動卻有不同的意見。依表 3 所示，本賽局有兩個納許均

衡點，當行動者皆選擇策略 A 或策略 B 時，其獲得的報償皆是正面的；若行

動者無法彼此協調而各自選擇不同的策略，則兩者的報償皆會是零。在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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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溝通可以幫助行動者進行相互的調整（mutual asjustment）。假如有一

方提出將採策略 A 的建議，則另一方將沒有理由拒絕而選策略 B（Mueller, 

2002:15）。又假設，行動者知道報償 b>a，則行動者將改選策略 B，而非策略

A。因此，策略 B 變成一焦點（focal point），且彼此皆可以期待對方會選擇

此項策略（Schelling, 1960; Mueller, 2002）。   

表 3 性別戰爭賽局 

甲 
乙 

策略 A 策略 B 

策略 A (a,a) (0,0) 

策略 B (0,0) (b,b) 
資料來源：修改自 Wu & Liao (2007:24)。 

但假如行動者彼此間不能溝通，行動者該如何得知對方的策略選擇呢？

可能的方法之一是從彼此過去的行動中獲得資訊。亦即當行動者對過去共同

面對的某一情境有合作行動的經驗時，此些經驗將提高行動者猜中對方選擇

的機率15。不過，Calvert（1995: 244）認為過去的經驗對新的情境而言，將

會是一個不完美的指引。因此，另一個可能的方法是藉由社會慣例（social 

convention）來達成。對於「社會慣例」一詞，學者 Lewis（1969:42）給了最

簡潔的定義如下： 

某規則（R）存在於某一人群（P）的行為中，當規則成為一再

重複情境（S）的動力時，此規則（R）即是社會慣例。換句話說，

唯有當 P 中的成員在 S 的任何情況中：1.所有人都認同 R；2.所有人

皆期望所有其他人都認同 R；3.在其他人都認同 R 的情況下，所有

人都偏好認同 R。此時若 S 是一個協調的問題，則所有人對 R 產生

一致的認同將成為 S 中適當的協調均衡點。 
                                                 
15 如男女朋友在火車站走失，若過去兩人曾有同樣經驗，而在車站大門口碰面，則走到大門

口碰到對方的機率會比到其他地方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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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指的社會慣例，亦可視為是一種集體行動者的「共享規則」（shared 

norm）。所謂「共享規則」意指正式與非正式的行為規範，可以成為行動者

產生協調行為的焦點（focal point），以滿足柏瑞圖原則。這個概念相似於「亞

羅不可能定律」（Arrow’s Possibility Theorem）（Arrow, 1950）。本定理認

為，假若個人的偏好次序（individual orderings）不存在事先的假定（prior 

assumptions），則將無法制定出理性的選擇（ibid., 1950:342）。因此，「共

享規則」可被視為是行動者的事先假定，以產生協調行動的偏好次序（反循

環性），並協助行動者產生集體的理性選擇，亦即做出最佳的決策以滿足柏

瑞圖原則。 

三、建構政府危機管理之協調行動模式 

若將政府危機管理的最終行動結果視為研究的依變項，則綜合前述的分

析，我們可得以下的自變項： 

（一）與危機特性有關者：主要為先前提及之三種會影響政府行動的危

機特性，分別是：可預測性、可影響性與多樣性，而不同特性的組合則會形

成八種不同的危機類型，且不同的危機類型會促使管理者採行不同的決策原

則。 

（二）與管理者決策有關者：主要為先前提及與危機管理有關的五項基

本決策原則，分別是：分權化、柏瑞圖原則、反循環性、全觀性及權威，筆

者綜合森悖論的觀點及不同危機類型的情境特性，歸納出八種不同危機類型

的可能決策原則。 

（三）與成員互動有關者：依據囚犯賽局與協調賽局的觀點，筆者歸納

出與行動者協調行為有關的五種關鍵因素，分別是「重複行動」、「面對面

溝通」、「共享規則」、「信任」與「互惠」等。 

筆者假設不同的危機類型會影響公共管理者在有限時間內的決策行為，

管理者決策思維又會影響各負責執行者的協調動，而協調行動的結果又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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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危機的可預測性、可影響性及多樣性，進而回饋到管理者對危機類型的認

知。因此，筆者綜合前述相關變項及變項間因果關係之命題陳述，描繪出「政

府危機管理協調行動模式」如圖 3。筆者認為本模式運用於實徵研究時，應

特別關心下列的問題： 

（一）不同危機類型是否存有相對應的決策方式？若答案是肯定的，則

其決策原則的組合關係為何？若答案是否定的，則對協調行動造成何種影

響？ 

（二）不同決策原則是否會影響行動因素的互動關係？若答案是肯定

的，則各因素間的互動關係如何？若答案是否定的，則行動因素間的關係是

受到何種原因影響？ 

（三）成員行動的結果是否會改變成員對危機的認知？若答案是肯定

的，則認知的改變是基於主動的或被動的因素影響？若答案是否定的，則行

動者認知的形成是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行動結果 

成員互動

共享規則

危機類型 

單一劇本型危機 

複雜劇本型危機 

單一棘手型危機 

複雜棘手型危機 

單一應變型危機 

複雜應變型危機 

單一困窘型危機 

複雜困窘型危機 

決策原則 
分權化原則

全觀性原則

柏瑞圖原則

反循環性原則

權威原則 

面對面溝通

信任

互惠

重複行動 

回  饋  
圖 3 政府危機管理協調行動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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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政府的危機管理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組織的混亂（chaos）、媒

體的監督、人員的壓力以及不精確的資訊等皆是影響領導者制訂重要決策的

關鍵因素（Boin & t’ Hart, 2003）。儘管學者們在政府危機管理領域已累積相

當多的研究成果，學界對危機管理過程中協調行動問題的探討仍十分有限。

為此筆者先依據類型學的分類原理，經由對影響政府行動之危機特性的界

定，建構出八種危機類型。隨後，筆者借用理性選擇途徑對於集體行動問題

的研究成果（特別是社會選擇理論與賽局理論的研究成果），歸納出影響公

共管理者集體決策及行動的關鍵因素。最後，筆者整合各類型危機所需的決

策方則及影響該決策的行動因素，提出「政府危機管理之協調行動模式」，

作為未來進行實徵研究時的假說基礎。 

由於危機發生時，政府各部門行動者協調的失靈，常會嚴重危害民眾的

生命財產安全。例如，2000 年間發生的八掌溪事件，即是因為政府在危機發

生時，各單位的行動者協調失靈而造成悲劇。因此，筆者認為分析公共管理

者在危機發生時，如何產生有效的協調行為，不論是對學術或實務工作而言，

都將會是一值得我們持續投注心力的重要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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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d Action Model for 
Governmental Crisis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odel Building 
 

Zhou-Peng Liao*、Samuel Shiouh-Guang Wu** 

 

Abstract 

Modern crisis rarely occurred as a simple event that can be solved by a single 

person. Therefore, modern governmental require effective coordination among 

bureaucracies. Most theorists agree that public managers should identify the types 

of crises before they can manage it effectively. Through relevant literature 

reviewing, we define eight different types of crisis and eight possible 

decision-making rules of governmental crisis management. We argue that crisis 

management is a kind of coordination process. It involves collective action within 

bureaucracy. With the helps from rational choice theory, we identify important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s for explaining coordination within bureaucracy. Finally, 

we provide a conceptual model for empirical stud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risis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Model building 

 

                                                 
* Doctoral Student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